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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贸易,孰轻孰重?
———SPS措施的保护目的探讨

董银果,吴倚天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　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是各国以科学为依据制定的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

境安全的法规标准.随着SPS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其保护目标常常被质疑是为

了保护贸易,而非健康.本文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WTO 成员针对农产品的SPS通报数据,
分别选取代表“健康保护”和“贸易保护”的指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研究

SPS措施的保护目的.结果发现,与健康相关的变量与 WTO 成员的SPS措施通报数显著

相关,SPS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但也存在贸易保护的嫌疑;发达国家SPS措

施保护贸易的嫌疑更大;加工农产品SPS措施相比初级农产品更具有贸易保护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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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项下的八轮贸易谈判,国际贸易领域的关税水平大幅降低(如工

业品的平均关税从４５％降至３％),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受到限制.然而人们担心贸易协议虽

然降低了保护率,但不能降低国内政治经济集团实施贸易保护的热忱.关税的直接下降会导致非关

税壁垒的上升,非关税壁垒用来替代关税维持进口国期望的保护水平[１].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

WTOIＧTIPGoods数据库报告① ,WTO成员实施的非关税壁垒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６７７种上升到２０１８年

的３５２７种.同时,随着 WTO及多边贸易协议(FTA)对传统的数量型非关税壁垒进行限制,非关税

壁垒的主要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２].１９９６年数量限制(QR)型非关税壁垒占比高达４０．９％,是
当时最流行的贸易保护形式;到２０１８年,技术性贸易壁垒(TBTＧSPS措施)达３５２７种,占比９５．１５％.
而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流行的关税配额(TRQ)已经消失,防御性壁垒如反倾销(AD)、反补贴(CV)的
使用数量也在下降.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已远超防御类[３Ｇ４],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

的非关税壁垒[５].
乌拉圭回合将农产品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为防止成员在农产品关税降低后滥用技术性贸易

措施,通过了专门针对农产品的«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即SPS协议),要求成员的SPS
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之上,出于保护国内消费者和生态环境的目的.SPS协议执行以来,

WTO成员SPS措施的使用和更替频繁,SPS通报数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８项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３２项,
年均递增９．６％,２０１５年更是达到了１６８１项② .那么,WTO 成员如此众多的SPS措施真的是为了

保护消费者健康? 还是在保护健康的幌子下实则保护国内产业和贸易?
国内外学者认为 SPS措施对贸易存在极大影响,存在着滥用的可能性.宋海英等、秦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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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hin等分析了不同农产品市场上SPS措施对出口贸易的抑制性,他们认为,SPS措施在短时间内

会挤出不符合要求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减少出口贸易[６Ｇ８].SPS措施的增加尤其会减少发展中国家的

出口,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影响远小于发展中国家[９].为了探究SPS措施的贸易保护动机,Fischer
等提出将SPS措施的标准与只为本国生产者设定的标准相比较,认定超过国内标准的SPS措施为保

护主义[１０];Disdier等通过计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频率与进口覆盖率,发现有国家对特定 HS编码商

品的SPS通报远远超过平均的SPS通报,可能具有潜在的贸易保护倾向[１１].Aisbett等通过检验各

国关税水平与SPS措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认为SPS措施的实施存在弥补关税下降的贸易保护目

的[１２].然而,也有众多学者认为SPS措施的增加是符合健康保护的趋势[１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重大食品安全危机频发,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日益紧迫,这迫使政府制

定更为严厉的SPS措施保护消费者健康[１４].同时从长期来看,SPS措施通过质量门槛的强制作用客

观上能够促进出口国产品质量的升级[１５];而质量的上升有利于未来的出口增长,也有利于一国的高

质量发展,这符合保护健康的目标[１６].
上述研究主要从SPS措施的实施对出口国的贸易影响来判断SPS措施的实施目的,而不是依据

SPS措施制定者自身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其结果就可能导致误判.这是因为,SPS协议要求只要成员

的SPS措施基于科学依据,则他们有权制定异质性的SPS措施.事实上,由于出口国之间技术水平

和发展程度的差异,进口国实施的SPS措施可能会成为某个出口国的贸易壁垒,但也可能成为另一

出口国的贸易机会,但这并不代表SPS措施的制定完全是出于保护贸易目的[１７].另外,SPS措施研

究大多侧重于SPS措施对出口贸易额或双边贸易额的影响,虽然贸易额可以作为评价贸易保护的一

个指标,但并非充分条件,同时对于SPS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证明大多存在局限性,使用频数或

SPS措施指标的差异不能完全代表贸易保护主义且缺乏大量数据支撑.基于此,本文采用零膨胀负

二项回归(ZINB)模型,选取代表健康保护和贸易保护两个方面的指标,考察SPS措施的保护目的.

　　一、模型、变量与数据

　　１．理论模型

SPS措施是各国制定的与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和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法规、标准、程序和要

求[１８].WTO在«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规定,各国可以基于保护国家安全、人类及动植

物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合理因素制定和采取SPS措施,但这些措施应以贸易限制最小化为前提.
可见,WTO对于SPS措施的正当性认定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合理的健康保护目的,二是不构成

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SPS措施一方面为了保护人类动植物健康天然携带的“基于安全健康的保

护”,另一方面可能为了本国产业利益实施而产生的“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这种SPS措施的双重性

质也常常被学者诟病[８,１９].这也就启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思路,通过人类、动植物健康指标和贸易保

护指标与SPS措施的关系来验证SPS措施的保护目的.
当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足以防止或者克服由进口产品可能携带的疾病或者虫害导致的外部性,技

术性贸易壁垒应对其起到纠正作用[４].因此,当人类与动植物安全健康受外部性威胁或损害时,制定

并实施SPS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安全与健康就成为必然且正当的选择.SPS措施的初衷是保护

消费者、动植物群体以及生态环境,因此,一国SPS措施的制定一定与该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

以及该国的生态环境的状况密切相关.这是各国制定SPS措施中具有合理内涵的诉求,是有科学依

据支撑的部分.
另一方面,SPS协议产生的背景是乌拉圭回合,农产品首次被纳入谈判范畴,根据«农业协议»,农

产品的非关税措施要进行关税化改革,关税则要逐步削减.为了防止在«农业协议»实施后,各国采取

技术性贸易措施保护农产品,乌拉圭回合决定采用制度性安排来规范各国SPS措施的实施,通过了

SPS协议.由此可见,SPS措施也存在着用来代替传统贸易措施的可能性,或者说当传统的保护手段

无法实施时,转而采用一种更隐蔽、更有效且更符合潮流的保护方式.比如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荷尔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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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案,就是欧盟为了保护国内的牛肉产业而实施的SPS措施[２０].因此,SPS措施的实施也可能出

于贸易保护的目的.
当然,SPS措施的实施也离不开一国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决定一国的SPS措施是

否处于较高水平,但这并不关乎贸易保护或者健康保护.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Yipt＝α∑HPipt＋β∑TPipt＋γ∑Controlipt＋εipt (１)
式(１)中,Y 代表SPS措施,HP 代表消费者健康保护的指标,TP 代表贸易保护的变量,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ε代表误差项,下标i代表不同国家,p 代表不同农产品类别,t代表年份.

２．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Y).学者们采用多种措施来度量SPS措施,如进口拒绝的频率包括进口拒绝次数、
进口覆盖率①、SPS措施引起的法规诉讼事件次数,甚至SPS措施相关文件的页数[８,１９].在实证研究

中,学者们采用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１８]、HACCP标准的实施[２１]以及SPS通报数[１７,２２]作为SPS措施

的变量.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以及可获得性,本文以各国SPS措施的通报数量代表SPS措施.
(２)代表健康的自变量(HP).①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越多,其面

临公共安全与流行病预防控制风险也越大,需要有效的政策控制风险.对于农产品来说,SPS措施就

是控制人类因食品安全问题感染疾病风险的主要政策,所以人口数量与其对应的SPS措施严厉程度

密切相关,且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这是符合“健康保护”动机的.但另一方面,大量人口会带来对农产

品的需求增加,政府也可能实施宽松的贸易政策如降低SPS措施来满足国内的农产品需求[１２],这样

看来人口数量对于SPS措施影响又是负向的.为此,使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图示分

析②,也难以判断人口数量对于SPS措施严厉程度的影响方向.
从人口结构来看,食品安全标准的文献表明,由于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威胁,老年人对于食品安全

的高标准有强烈偏好,老龄化对于SPS措施的促进也符合“健康保护”的初衷[１３,２３].本文采用６５岁

以上人口比例代表各成员老龄化程度,预期其系数的符号将为正.

②健康与环境.当一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下降时,政府应制定更多的SPS措施来降低进口的安

全风险,同样当环境质量及动植物健康水平下降时,需要更多的SPS措施保护环境,故二者反向相

关.人类健康指标本文采用死亡率表示,动植物健康和环境指标选用环境绩效指数(EPI)与环境

可持续性指数(ESI)③表示,该指标对各个国家的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包括空气质量、水资源、农业

健康、森林环境、鱼类、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的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价,已经广泛出现在环境经济学

的文献中.
(３)代表贸易保护的自变量(TP).①农产品进口额.从经验来判断,进口需求越大的国家越可

能实施SPS措施进行贸易保护.大量的进口会对本土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垄断当地产业,导
致当地失业增加等问题.SPS措施的实施可以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造成限制,缓解进口对当地产业的

冲击[１２].从数据来看,进口量前三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也同样是SPS通报数量的前三名.从图１来

看,SPS措施随着进口额的上升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判断农产品进口量会促进SPS措施上升.当然

也需要考虑各国人口数量不同所带来的进口需求,故本文采用人均农产品进口额作为变量.

②关税.有学者认为关税措施的下降只是诱发了另一种形式的保护,Bhagwati将这一现象称为

“恒定保护法”[２４].也有研究表明,许多国家SPS措施表面上是为了实现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非

交易目的,实质上被用来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甚至作为谈判筹码[２５].通过关税及SPS的变化趋势

(图２),虽然相互关系不是特别清晰,但仍能看到一些年份(例如２０１４年)关税下降后SPS措施数量

快速上升.因此本文推断,若关税与SPS措施存在负向关系,则可能存在贸易保护.

２５

①

②

③

受到壁垒限制的进口产品价值占该行业所有进口产品总价值的比重.
依据SPS措施均值与人口均值将各个国家分入了四个象限,可以发现第一、四象限与第二、三象限数据点数量接近,图形略去,
备索.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联合推出 ESI指数,２００６之后将 ESI指数升级为 EPI指数.



第６期 董银果 等:健康与贸易,孰轻孰重? ———SPS措施的保护目的探讨 　

图１　WTO成员农产品进出口与SPS通报数量

注: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https://comtrade．un．org/data.

图２　农产品BND关税与 WTO成员SPS通报数量

　　③农产品补贴.农产品补贴是 WTO多哈发展议程农业谈判的重要议题,但很遗憾未能达成一

致.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定»,发达国家应在６年内削减２０％的农业支持,而发展中国家

应在１０年内削减１３％的农业支持.对于农业补贴的限制虽会促进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但同样也会

给本国产业造成压力,特别是对于农业比较优势较弱的国家,例如日本,外国农产品会挤占本土市

场[２６].建立独立自主的农业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很可能会使用SPS措施这类非关税壁垒部

分抑制进口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以保护国内产业.故农产品补贴的降低可能诱发SPS措施的发布.

④经常项目余额.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一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该指标往往影响着

一国的贸易政策,当经常项目逆差时,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倾向于实施严格的贸易政策去限制进

口[１２],SPS措施就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因此本文预估经常项目余额、SPS措施

反向相关.
(４)控制变量.①农产品出口额.若一个国家是出口导向型,那么必然需要保护重要的农业产业

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严防外来风险对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另外,在全球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更为关

注的背景下,出口国倾向于采取严厉的SPS措施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例如,新西兰

是农产品出口大国,有着独特的生物和环境体系,也有着非常发达的现代农牧业,农产品出口在其国

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新西兰在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发布SPS措施总数达到７８５次,排在世界第八位.
由图１的总体趋势也可以发现,SPS措施总数随着出口额上升而上升.所以本文预估农产品出口额

与SPS措施正向相关.

②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越发达时,人们往往对于食品质量要求越高.Tobin等发现高收入人

群对食品的营养程度和安全度更加重视,而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２３].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会

制定严格的SPS措施,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的准入条件,限制质量安全较低的农产品进入本国,所以本

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SPS措施正向相关.

③规制质量.规制质量反映了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以及对微观产品调控的能力.一个有效的政府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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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会关注人民的食品安全、本国动植物群体的健康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促使政府制定和实施

SPS措施,故预估规制质量与SPS措施正向相关.

３．数据与方法

虽然SPS措施自１９９５年开始实施,但考虑到 YaleEPI与ESI数据以及政府农业支出的有效数

据从２００１开始,故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SPS措施及其影响因素数据.WTO 成员通报SPS措

施的共有１２３个,因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海地和圣文森特等国家(地区)的环境数据缺失严

重,本文从模型中删除了这５个样本.最终,模型中选用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１１８个 WTO 成员所有农

产品类别(HS二位编码０１Ｇ２４)的SPS措施及其他影响因素共计４８３６３个样本数据.

SPS数据来源于 WTOＧSPS数据库;环境数据来源于 YaleEPIＧESI数据库;关税及农产品进出

口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经常项目余额、人口、死亡率、GDP以及规制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

银行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产品补贴有效数据仅有４０个国家,为了结论的普遍性,本文采用补贴

的上一级指标政府农业支出(其中包括了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补贴、转移支付等项目),数据来源于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模型变量含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模型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PS WTO成员的通报数量 因变量 ０．３９７ ２．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
Population 人口总数/百万人 ＋/－ ５０．３３９ １６８．５８２ ０．０８５ １３７８．６６５
Old 大于６５岁以上人口比例 ＋ ８．２２８ ５．４６６ ０．７５１ ２６．５６５
Health 死亡率/每千人死亡人数 ＋ ８．２２０ ３．１８３ １．４７３ １９．６２２
Environment YaleEPIＧESI评价指数 － ５９．３５０ １３．４５４ １８．４３０ ９５．５１１
Tariff 简单平均BND关税 － ４１．８７４ ５５．９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８７．２７０
Import 人均进口总额/美元 ＋ ３５９．２２９ １１４１．３１２ ０．０００ ４５８８３．７７０
CurrentAccount 经常项目余额/百万美元 － －１０２．８４４ ６４８５１．５８０ －８０５９６２．０００ ４２０５６９．０００
Expenditure 政府农业开支/百万美元 － １８．０６３ ３４．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５２８．９００
Export 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 ３８８．８１４ １３３０．６４３ ０．０００ ２９３７３．１２０
GDP GDP总额/百万美元 ＋ ５２３７９９．３００ １６６３６２６．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６９２０３００．０００
RegulationQuality 规制质量 ＋ ０．２０３ ０．８８３ －２．２３６ ２．２６１

　注:数据由Stata１４计算得到.

　　本文的因变量SPS通报数量是典型的计数变量,存在着大量相同的数值,其作为因变量难以满

足自变量与因变量是线性关系的假设.同时,SPS通报数据大量集中在某些产品与某些国家.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通报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SPS通报数量占到SPS措施通报总数的５９．６３％,编码为

HS０１、HS０２、HS０４、HS０６的农产品通报数占到了２４类农产品通报总数的４５．４８％.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SPS通报数的均值为０．３９７,方差为２．０９９,方差远大于均值,说明数据离散分布.另外,SPS通报数量

中存在着大量的零值.其中０通报出现的频率高达８８．４９％②,远高于其他通报数量出现的频率,呈
极端化分布,已出现零膨胀现象,数据不符合 OLS正态分布的假设.故 OLS方法不适合本研究.

零膨胀模型由Lambert提出,用以解决模型中因变量零值过多导致回归误差较大问题.本文使

用计数模型中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该模型的概率分布式是由负二项分布和离散零分布组成的

一个混合分布,包括因变量等于０和不等于０两种情况,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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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http://www．fao．org/faostat/zh/＃data/IG;

UNCOMTRADE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YaleEPIＧESI数据库:https://epi．envirocenter．yale．edu;WTOＧSPS数

据库:http://spsims．wto．org．
通报数量为１~５的频率分别为４．６６％、２．３４％、１．２４％、０．８２％、０．４９％,６~１０的频率为１．２％,１１~３０的频率为０．６７％,３１~７１
的频率为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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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τ为模糊参数,表示离散程度;p 被称为ZI 参数,表示０数据所占比例;Γ表示伽马分

布.Y 表示因变量,即SPS通报数量;X 为自变量的集合,即影响SPS通报数量的因素.均值和方差

分别为E Y( ) ＝(１－p)λ和varY( ) ＝(１－p)λ(１＋pλ＋λ/τ).当p→¥,τ→¥时,分别服从零膨胀泊

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所以ZINB模型的公式为:

λ＝exp (Intercept＋b１LogPopulation＋b２Old＋b３Health＋
b４Environment＋b５Tariff＋b６LogImport＋b７LogExport＋

b８LogGDP＋b９CurrentAccount＋b１０RegulationQuality) (３)
式(３)中,Intercept和b都为待估参数①.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２　模型的回归结果 N＝４８３６３

零膨胀
负二项

(无控制变量)

零膨胀
负二项

(所有变量)

普通最小
二乘法
(OLS)

健
康
保
护
指
标

Population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０∗∗∗ －３．３４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８) (０．４５６)

Old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８∗∗∗ ０．４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Health ０．２４４∗∗∗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０)

Environment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贸
易
保
护
指
标

Tariff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Import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ExpendiＧ
ture －０．１７５∗∗∗ －０．２６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Current
Account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控
制
变
量

GDP ０．０７４∗∗∗ ０．８１４∗∗

(０．０３９) (０．２４２)

Export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

Regulation
Quality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６)

_cons －１５．７０７∗ －３８．７６９∗∗

(３８．９１７) (８．０３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表３同.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方法的计量结果见表２.从模

型选择来看,OLS方法下变量显著性较差且拟合优度

R２＝０．０１４,存在较大误差;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raＧ
tiotest)估计量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９．９８,１０．８９),拒绝

alpha＝０假设,表明应使用负二项回归而非泊松回归;

Vuong 检验值为z＝０．０４＜０．０５,说明零膨胀负二项回

归模型(ZINB)模拟效果优于标准负二项分布模型

(NB),本文模型选择无误.同时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结果中,贸易保护变量与健康保护变量的符号并未改

变,显著性几乎没有变化,说明模型结论稳定.
代表“健康保护”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SPS

措施的制定是出于保护健康的需要.具体而言,人口数

量与SPS措施呈现负相关关系,并在１％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可见,人口增长带来更多的是对农产品需求的增

长,WTO成员更多选择降低SPS措施来提高进口以满

足国内需求,在质量与数量的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只有

部分发达国家食品数量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才会提高

SPS措施作为质量门槛,这也符合预期.老龄化与SPS
措施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明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SPS措施的通报数量增加.人

口增速放缓及老龄化问题是大部分国家正在面临的问

题.世界６５岁以上人口比例早在２００２年就已经超过

了７％②,并且逐年在递增,２０１７年已经达到８．７％,老龄

化程度严重.从目前的平均寿命推测,老龄化问题至少

还会持续１０年[２８].根据逐年上升的老龄化人口及可能出现的世界人口减少,未来１０年SPS措施通

报数量还会上升.回归显示,SPS措施与人口死亡率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环境质量(包含

了动植物健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符合本文的预期.这表明,当人类健康水平与环境质量下降

时,SPS措施的实施能够起到保护健康和矫正环境负外部性的作用.以上几项代表健康的指标都与

SPS措施显著相关,由此可以推断,WTO成员制定SPS措施主要是出于保护健康的初衷,即SPS措

施主要被用来减少进口产品对本国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的风险.WTO/DSB关于成员争端案例的

裁决显示,只有极个别属于贸易壁垒[２９].另外,WTO的透明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各国以保护

５５

①

②

参数估计方法参见 Nocedal等[２７].
老龄化:６５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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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动植物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作为SPS措施通报的目的.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

发展,贸易风险已是各国政府不可回避的现实,制定SPS措施保护国内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动植物群

体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任何的疏漏都可能导致传染性疫病、虫
害的大面积爆发,损害人民的健康和农牧业发展.

代表“贸易保护”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四项指标中的三项与预期相符,并在１％~５％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关税水平、经常项目余额、政府农业支出与SPS措施呈负相关.这说明

各国利用SPS措施的贸易限制来弥补进口关税及农产品补贴下降所导致的贸易保护力下降,贸易逆

差的出现会促使成员提高SPS措施来抑制甚至反转逆差,这些与SPS措施健康保护的初衷不符.这

证明了成员通报的SPS措施之中会带有贸易保护的成分存在.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
一,全球经济放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符磊等[１]和王小梅[３０]都提到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贸易收

紧,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从国际贸易市场上来说,严格的贸易政策可以保护本国产业,稳定就业

市场,中美贸易战爆发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有巨额逆差.第二,从长远角度来看,全球经

济一体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以达到的目标.Rodrik就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论”,全球化、主权完

整与民主不可兼得.贸易壁垒的削减、统一税制和监管、开放的资本流动都会威胁到一国的主权,如
果在保证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推进全球化,那么必然会使得国内的利益群体受损,违背了民主的原

则[３１].同样地,面对 WTO统一的关税削减,各国政府为了维持国内利益团体必然背负着压力,只能

通过使用这类“披着合法外衣”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使得原先为消费者健康和生态环境所设计的

SPS措施偏离了初衷.目前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使得SPS措施的贸易保护作用更加明显.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符.出口导向型国家需要更严格的

SPS措施以保护其国内的生态环境.GDP总量、规制质量也与SPS措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
明收入越高、规制质量越高的国家对于农产品、食品质量的要求也越高.

总体来看,WTO成员发布的SPS措施主要出于保护健康的目的,符合SPS措施设立的初衷,但
也同时存在着贸易保护的嫌疑.

　　三、SPS措施保护目的在不同产品/国家的差异

　　１．初级农产品与加工农产品

本文将农产品分为初级农产品与加工农产品,分别探讨其SPS措施的保护目的.表３结果显

示:无论是在初级农产品还是在加工农产品中,代表健康的四个指标都与预期相符,并在１％~１０％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代表贸易保护的四个指标在加工农产品样本中均与预期相符且在统计上具有较

强显著性;而在初级农产品的样本中,人均进口与SPS措施相关关系不显著,且指标整体显著性略逊

于加工农产品,这说明加工农产品更倾向于以SPS措施为掩饰,实施贸易保护目的.原因在于,初级

农产品一般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直接来自畜牧业、水产业和种植养殖业等.这些活物或新鲜原材料

会带来更大的动物疫病、物种入侵和食品安全风险,很容易对进口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所以针对

这类产品有更多的检验检疫标准,进口国针对这类产品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SPS措施以防止疫病和

病虫害的进入,这符合SPS措施制定的初衷.董银果等发现,初级农产品在进口中可能携带的化学

品残留、物理性污染物和生物性病菌都是SPS措施关注的重点[１７].而加工农产品则不同,其加工也

是一个去风险的过程.化学残留物、物理性污染物和生物病菌都会在高温或者消毒过程中挥发或者

死亡,其对进口国造成危害的风险大大降低,SPS措施的必要性下降,基于贸易保护的目的更多.
同时,根据对SPS措施数据的观察,通报主要集中在 HS０１、HS０２、HS０４、HS０６这４类农产品

上,占据了所有通报数的４５．４８％.对这四类农产品的实证研究发现,代表保护健康变量的显著性极

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而代表贸易保护指标的显著性较差,其中人均进口额不显著,且另外三

个指标显著性明显低于其他模型结果.说明这四类农产品的SPS措施主要基于健康保护,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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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弱.从产品类别来看,０１(动物)、０２(肉类)、０４(畜产品)都是风险性极高的农产品,动物疫情和重

大传染病(如口蹄疫、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发生的概率较大,其SPS措施严格程度以及健康保护的目

的都是合理的.
表３　SPS措施产品/国家差异性实证结果

初级农产品

HS０１ＧHS１４
加工农产品

HS１５ＧHS２４
HS０１、HS０２、
HS０４、HS０６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Population
－１．０８９∗∗∗ －０．８８８∗∗∗ －０．８２９∗∗∗ －１．１９４∗∗ －０．６９４∗∗∗

(０．０６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３)

Old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１∗∗∗ ０．４１２∗∗∗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Health ０．３１２∗∗∗ ０．１７９∗∗∗ ０．２４９∗∗∗ ０．８２１∗∗∗ ０．２７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Environment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Tariff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Import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２)

Expenditure
－０．１４８∗∗ －０．４４５∗∗∗ －０．１３３∗ －０．７５６∗∗∗ －０．４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８)

CurrentAccount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port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GDP ０．７３２∗∗∗ ０．８１６∗∗∗ ０．５１９∗∗∗ ０．９５５∗∗∗ ０．６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８)

RegulationQuality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９６８∗∗ ０．２２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６)

_cons
－１７．０９２ －１４．７１９ －１６．２０７ －１６．５３４ －１６．６４６
(７８．３０８) (５８．００７) (５９．１７０) (９０．１７４) (５４．９４６)

N ２８４６１ １９９０２ ８０６０ １０４８５ ３７８７８

　　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本文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探讨SPS措施的保护目的.结果显示,四个代表

健康的变量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均与预期相符并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在发达国家的样本中

只有２个变量呈现１％的显著性,另外２个变量则不显著或弱显著(１０％).代表贸易保护的四个变

量在两组样本中均与预期相符,在发达国家样本中的显著性更高.由此推断,发达国家的SPS措施

潜藏着贸易保护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出于保护健康的需要.从数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SPS通报总数排名前三的为美国(３４９７个)、日本(１８０４个)和欧盟(１５３５个)为发达国家或主要由

发达国家成员组成.相关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的SPS措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

碍[９],中国农产品出口中遭遇的SPS措施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１８,３２].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发达国家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发达国家虽然数量只有２０多

个,却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主导者和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虽然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入贸易政策制定的行

列之中,WTO也提供一个更民主的环境,但是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撼动发达国家的统治地位.这样的

状况下,一些贸易政策很可能是发达国家为自身贸易保护寻找的理论依据和借口[３０].第二,经济水

平差异导致各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达,收入水平高,对于农产品的质量有较强的

需求,故其SPS措施数量多、标准高.发展中国家对于农产品数量的需求高于其对质量的需求,其首

要任务是满足国内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其结果就是较少的SPS措施.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技术上的差距也导致了SPS措施上的差异.SPS措施对于进出口国的检验检疫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附加了更多的成本,具有科技和经济优势的国家更有竞争力[３３].SPS协议规定,当一国希望制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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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PS措施或者进行措施修订时,必须进行风险评估.而风险评估是采用科学方法对于危害进入传

播的可能性以及后果做详细的预估,并在多个可供选择的防治措施中选出贸易影响和歧视性最小的

措施用来控制风险.所以,检验检疫的技术水平是一国制定SPS措施的基础.科技落后国家缺少掌

握现代检测手段的检测人员、精良的检测仪器、精确的取样方法,因而无法制定有效的SPS措施.

　　四、结论及启示

　　SPS措施成为乌拉圭回合以来影响农产品贸易的最主要措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

较大的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影响深远.本文以 WTO 成员农产品SPS措施通报的保

护目的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代表健康保护和贸易保护的指标,构建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
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数据进行回归.研究发现,SPS措施主要以健康安全作为主要出发点,但也存在

着贸易保护的嫌疑.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嫌疑较重,健康安全保护目的略显不足.加

工农产品较初级农产品存在着更强的贸易保护动机.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第一,对于国外发布的SPS措施,政府与出口企业一定要在合

理的评审期反馈意见,将本国的关注和咨询反映给SPS措施的通报者.即使在SPS措施实施后也可

以通过SPS委员会的特别贸易关注反馈企业的意见,将国外制定SPS实施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水平.第二,对于国外正当的SPS措施,出口企业应将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首位,根据进口国的安

全标准进行农产品质量升级,这样才会减少SPS措施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政府对于出口企业的技

术难题进行针对性培训,减少企业的遵从成本.第三,当遭遇国外的贸易壁垒时,如果确认其没有科

学依据,不是基于保护健康的需要,就需要大胆质疑,通过 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第四,通过

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来减小SPS措施的负面影响.虽然加工农产品SPS措施带有贸易保护倾向,但
农产品的SPS措施主要集中在初级农产品,农产品出口企业可以调整出口结构,通过出口加工农产

品来减少SPS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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